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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民族复兴，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战略界与学术界重要

而紧迫的课题。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了“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

美两个大国”① 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路。但如何实现中美两国在太平洋

的和平共处，目前学术界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文旨在从案例研究出发，

总结历史上两个世界大国和平共处的经验及教训，以使中美能在结合时代背

景的基础上加以借鉴。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框架 

 

中美两国理论界与战略界关于两国难以和平共处的悲观观点很多。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观

点，“崛起大国势必会将其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军事力量，这必然会遭到

霸权国反对，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两者发生冲突与战争”②。

研究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塔门（Ronald L. Tammen）等人认为，如果一个崛

起国长时期保持经济迅速增长、人口规模巨大，同时对现有秩序不满，就很

可能与霸权国发生战争，“挑战国的不满、赶超与核武器相结合会带来更为

严重的后果”③。这些观点表面上似乎反映了中美关系现状。中国学界和战

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美未必会重蹈大国政治悲剧的覆辙，但也存在一些悲

观观点，如国防大学戴旭的“中美必将一战”观点 ④ 就流传很广。 

中美权力转移助长了上述疑虑。金融危机前的 2006 年，在经济总量方

面，中美分别为 2.713 万亿美元和 13.86 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的 19.57%。

2014 年，这一数字分别为 10.36 万亿美元和 17.42 万亿美元，中国约为美国

① 《习近平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载《人民日报》2013 年 6 月 9 日，第 1
版。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pp. 401 , 4. 

③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p. 17-18, p. 33. 

④ 戴旭：《中美之间必将一战》，中华网论坛，2011 年 2 月 9 日，http://club.china.com/ 
data/thread/1011/2722/51/76/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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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59.47%。① 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包括反卫星试验、航母入列等，

似乎印证了米尔斯海默所谓“经济优势必然转化为军事优势”的论断。这与

同期美国政府因两党预算争执而短暂关门，美国在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

等问题上踌躇不前形成鲜明对比。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使“美方近年来对华态

度已变得格外敏感和焦虑”②。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快了全球战略重心东

移的步伐，……加大了对华战略防范与遏制力度”，在从全球收缩军力的背

景下，加大了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③ 2014 年 4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

日时明确表示，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作出如

此表态。这加剧了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是旨在围堵中国”的担忧。 

中国已经具备了崛起的相关条件，中美权力转移很可能将继续，“崛起

国如果具有庞大的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累积到可观程度并保持持续迅速增

长、政治自我更新能力较强，那么其崛起态势就很难被其他国家中断”④。

以经济发展为例，王缉思教授认为，“在 2020~2030 年的某一时段，中国很

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⑤。不少国际权威机构对此也有更乐观

估计，认为未来十年左右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将超过美国。随着经济进一步发

展，中国的军力现代化也有望继续快速推进。 

这样一来，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全球层面仍有望继续领先中国，

但两国实力对比在一些关键指标以及在中国周边地区问题上，中美两国将不

期而遇。这不仅由于周边地区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投入力量比美国更多，

而且也由于该地区距离美国本土较远，这抵消了美国部分优势。中美能否走

出“历史悲剧的怪圈”，从而实现和平共处成为关键问题。联合国前副秘书

长陈健认为，“从 2012 年到 2024 年左右是中美关系最危险的十余年。如果

处理不好，中美两国会发生摩擦，甚至兵戎相见。双方战略互疑上升，战略

① 参见世界银行相关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② Brad Glosserman, “Asia’s Rise，Western Anxiety，Leadership in a Tripolar World,” PacNet, 

February 18, 2011. 
③ 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载

《教学与研究》2012 年第 7 期，第 48-56 页。 
④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16-17. 
⑤ 王缉思、刘春梅：《中美关系新趋势及其对东北亚安全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研究》

2011 年第 1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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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会以对方为假想敌，小国的挑衅可能会把中美带入军事冲突之中”①。

基辛格也指出：“如果中美决策层不采取果断措施阻止当前趋势持续发酵，

两国的敌对关系就会随着双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强，并像一战前德

英关系那样由友好最终转向对抗”②。自 2014 年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竞争的

一面增强，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消极评估与展望都

印证了上述判断。③ 

中国政府为此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观点。美国战略界对该理

念表现出欲迎还拒的复杂心态。美国政府更多强调“新型关系”，而非“大

国关系”，生怕给予中国“平起平坐”地位。其根源在于“防止在欧亚大陆

崛起一个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而这一直是二战后美国

大战略的核心”。④ 这再次表明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崛起的中

国与霸权的美国间的和平共处。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历史经验角度为中美

两国和平共处探求有效经验。 

本文选取两个历史案例：其一，从 1871 年德国统一到 1914 年一战爆发，

一战前的英德经历了 43 年的和平期；其二，从 1945 年二战结束到 1989 年

苏联解体，美苏经历了 44 年的和平期。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案例：一是学术

界过去仅关注两个世界大国争霸引起的战争，这典型反应在米尔斯海默的进

攻性现实主义对上述案例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共处的经验关注不够；二

是既然中美长期和平共处的经验“前无古人”，那么有限经验更弥足珍贵；

三是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美长期和平共处要处理好即将

到来的两国战略冲突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擦枪走火。尽管一战前英德和二战

后美苏军备竞赛和紧张对峙时有发生，但其当时未发生冲突的经验有其现实

借鉴意义；四是即使一战前英德最终爆发战争，二战后美苏以苏联解体结束，

① 陈健：《试论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13 页。 
② Henry A. Kissinger, “Rebalanc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9, 

2009. 
③ See Elizabeth Economy, “Beijing’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mand a U.S. 

Respons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4; and Christopher K. Johnson, “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CSIS, June 11, 2014,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 
140603_Johnson_Decoding ChinasEmerging_WEB.pdf. 

④ 赵可金、殷夕婷：《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6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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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结局本身也是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当然，这两个案例的重大差异以及中美权力转移的不确定性给准确分析

上述案例并有效借鉴其经验教训增加了困难。其一，两个案例所处的国际关

系体系结构不同。一战前的英德争霸，当时还有法国、美国、俄国等实力接

近的大国，可谓多极体系，二战后的美苏则是典型的两极体系。当今的国际

体系正从“一超多强”向“多极体系”演变，不少专家预言，随着中国的崛

起，未来还很有可能走向所谓的“两极结构”（G2）。① 由于体系结构对

国际关系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众说纷纭，② 以此来客观研判体系结构转化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非常困难，因此本文讨论时不引入这一变量。但这并不意

味着这一因素对未来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事实上影响可能巨大。其二，一战

前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后的美苏关系的演进态势恰恰相反。德国作为崛起国，

经历了从与英国寻求和平共处到随着实力增长逐渐开始与其争霸的过程；而

苏联二战后挟战胜国之余威以及众多盟友支持则经历了先与美国争霸，后随

着实力下降和盟友逐渐“离去”，于是与美国寻求和平共处的过程。中美权

力转移所引发的两国力量结构的变化趋势将如何影响两国关系走向？ 

 
二、一战前英德和平共处的经验教训 

 

1871 年德国实现统一，欧洲从此前战争相对频繁的年代进入长期“武

装和平”时期，③ 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经历了长达 43 年

的和平期。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近期目标虽是孤立法国，但称霸欧洲的目标

表明其真正的对手是英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对付法国也是服务于与英

国争霸，英德争霸在德国统一时就已开启。这四十余年的英德关系大致可分

① “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提出。

他曾召开媒体电话会议宣传其“G2”构想。此后，他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撰

文（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继续深化“G2”构想。但这一概念已被中国政府明确拒绝。 

②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英语影印

版）；[美]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③ 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载《欧洲研究》2009 年第 4 期，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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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阶段：俾斯麦时期、后俾斯麦时期、走向一战时期。但总体上看，英

德和平共处大致可以 1900 年为分水岭，之前经验居多，之后需吸取的教训

居多。最后和平消失与战争爆发，德国需承担更多责任。 

英德和平共处的首要经验是要避免迎头相撞。在 1900 年前，德国奉行

谨慎对英政策，避免与其迎头相撞。俾斯麦推行的“大陆政策”本质上是保

守和温和的，目的在于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以打击法国，避免

法国复仇，创造“和平发展机遇期”，并未改变欧洲基本均势。为避免与当

时拥有最多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发生冲突，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态度审慎，仅

在 1884~1885 年实施过短暂的殖民政策。这一时期德国未与英国发生冲突。 

共同利益成为维系当时英德和平共处的重要纽带。对德国来说，即使

19 世纪末以后随着国力增强，德皇仍深知在成为霸权国之前，“英国随时

可以给德国以沉重打击。因此，他要求比洛（宰相）在此期内尽量维持与英

国的良好关系”①。只是德国后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这一原则。对

英国来说，当时在欧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和法国，在全球领域美国则是

其头号对手；奉行“大陆政策”、追求在欧洲大陆崛起的德国，被英国视为

抑制俄法的力量。这样不仅欧洲均势可继续维持，而且“可以使英国在亚洲

对俄国和在非洲对法国的殖民争夺中处于更有利位置。这时英德矛盾不仅不

突出，甚至有时在一些重大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②。 

19 世纪末，作为最大的殖民主义国家，英国面对的最大威胁仍是当时

急剧对外扩张的俄国。1898 年 3 月，英国陆续向美日两国表示希望在远东

共同对抗俄国，但这时美国正忙于准备与西班牙的战争，日本还没准备好与

俄国作战，英国空手而归。英国将希望寄托在与德国的合作上。在 20 世纪

初的几年中，英国一直希望能和德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到 1912

年，英国仍未完全放弃联合德国对付俄国的愿望，这一年英国首任海军大臣

霍尔丹曾专门访问柏林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①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14: Eight Studies, Bucks, UK: Fontana 
Paperbacks, 1984, p. 132. 

② 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为例》，载《理

论学习》2009年第8期，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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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欧洲大国错综复杂的外交条约关系对英德和平共处也起到了

推动作用。当时的主要大国除英德外，还有俄、日、法、意、奥匈等国，这

些国家频繁结盟与反结盟。1872 年缔结的三皇同盟并在 1881 年得以恢复，

1879 年德奥同盟，1882 的年德奥意同盟并于 1887 年续约，1887 年英意奥

地中海协定，1887 年 5 月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协定，1887 年 6 月俄德再保险

条约，1887 年 12 月奥意英的东方联盟，1893 年法俄协约，1902 年英日同

盟，1904 年英法协约，等等。错综复杂的条约与联盟关系造就了“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此外，当时英德两

国皇室的姻亲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利益共同体。 

但是两国和平共处最终走向尽头主要是以下因素所致： 

第一，英德均奉行战争政策，视战争为解决问题的手段。面对后期英德

螺旋式上升的矛盾，德国领导层希望通过一次战争一劳永逸地突破围堵，并

认为其对战争准备充分，包括德军的动员速度快、连接边境的铁路已完工、

打通北海与波罗的海的重要航道也已能通行大型舰船。“德国在英布战争中

考察了英国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后，自认为德军装备和训练举世无双。英国

对其战争准备也十分满意，并认为再拖延下去，将对自己不利，德国生产能

力已比英国强大，海军力量对比将越来越不利于英国”①。 

第二，两国共同利益逐渐消失。其一，经济上德国逐渐成为英国头号对

手。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是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工业产量占世界

工业产值的 1/3，居世界第一，号称“世界工厂”。② 可是到了 20 世纪初，

在工业生产方面，英国已落在美德之后。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是

16%，跃居第二位，英国则居第三位，仅为 12%。③ “所以对英国而言，处

于欧洲大陆中央的德国成为其头号对手”④。其二，随着德国逐渐成为英国

① 陈欣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英德矛盾》，载《社科纵横》2006 年

第 3 期，第 124 页。 
② [苏]罗斯国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 年）》，钟石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 1982 年版，第 35 页。 
③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41 页。 
④ 《今天中美非昔日英德——专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载《南风窗》2011

年第 3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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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战略对手，共同对付俄法的共同战略利益消失了。 

第三，两国战略上迎头相撞并逐渐不可调和，这主要表现在德国的“世

界政策”与英国维持霸权的目标上。1896 年德国正式提出“世界政策”，

其主要特点有两个：其一，放弃俾斯麦时代对殖民地有节制扩张政策，转而

采取更具侵略性的扩张政策。其二，建立世界帝国、加强殖民扩张和对外贸

易，这些需要加强海上力量，刺激了德国扩充海军的愿望。① 作为“后来者”，

面对被其他列强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德国殖民政策除了从其他列强手中抢

夺外，别无他法。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国的抢夺目标。 

德国海军计划更与英国迎头相撞。当时德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六，德国将

英国作为赶超目标。德国国会于 1898 年通过专门《海军法》快速扩大海军，

计划在 6 年内建造 11 艘舰队装甲舰、5 艘大型装甲巡洋舰、17 艘有装甲甲

板的巡洋舰和 63 艘驱逐舰。1900 年的海军法案则把 1898 年的计划扩充 1

倍。② 自 16 世纪末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作为岛国的英国始终将维护与

扩大海军优势作为其核心利益，并逐渐建立起海上霸权。面对德国正在实施

的赶超英国海军的雄伟计划，1907 年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德国

在海上的领先地位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对立的矛盾是根深

蒂固地存在于两个国家相对地位之中，除非英国自愿牺牲这些利益，使它失

去一个大国的地位，否则一个武装冲突终究是不可避免的”③。 

第四，德国没有客观理解英国外交政策，加速了战争的爆发。德国误认

为英俄矛盾不可调和，不可能共同对付德国，也没有理解英国“没有永远的

敌人和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实用主义外交。此时德国已是英国

的主要战略对手。直到 1907 年《英俄协定》缔结时，威廉二世还认为历时

久远的英俄矛盾决无弥合可能，英俄谅解只是英国制造的吓唬人的魔影。④ 

① 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以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为例》，第62
页。 

② [苏]罗斯国诺夫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1914~1918 年）》，第 144、145 页。 
③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 207 页；王铁崖：《1898—1914 年的欧洲国际关系》，

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42 页。 
④ [美]悉·布·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上册），于熙俭译，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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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德国不现实地将英国在法德战争中承诺保守中立作为英德缓和的

前提条件，直到 1912 年英国首任海军大臣访问柏林讨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时，德国仍坚持这一原则。这与英国当时在欧陆要阻止德国称霸的目标截然

相对。1912 年德国要求英国中立的条件被拒绝后，德国也拒绝了英国“缓

和两国关系”的倡议，英德和平走到尽头。对此基辛格指出，“英德数次试

图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的传统

外交政策，以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需要”，“可以说是德国的短视与轻率，

使自己陷于孤立，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两大对立阵营武力相向。”① 

第五，作为崛起国，德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及其滋生的傲慢也促使英

德和平共处走到尽头。“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政治领域，同垄断

资产阶级的掠夺、扩张欲望相结合，使德国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和

侵略扩张性，叫嚷‘缺乏空间’和‘领土太小’”，② 深信大国未来的福祉

主要取决于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扩张程度。迅速崛起的德国很快滋生傲慢心

态。时任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总结一战失败时曾表示，“在过去二

十年里我国人民获得惊人发展时，广大阶层滋长了这种倾向——试图在对比

别国力量时过高地估计我们确实强大的力量。”③ 1898—1901 年英德同盟

谈判失败后，德国仍认为英国会有求于德国，“特别确信时间在德国一边，④ 

对于英国数次提出的缓和关系请求傲慢拒绝。 

综上所述，避免迎头相撞、塑造共同利益、与包括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

发展错综交叉的关系是英德两个大国在一战前能和平共处 40 多年的基本经

验。将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共同利益的消失、两国战略走向迎头相撞

并逐渐不可调和、德国对英国外交战略的误解以及国内民族主义与对外政策

的傲慢，则从根本上将两国引入了战争。 

① 张新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转化》，载《理论学习》2009 年第 8 期，第

64 页。 
② 孙灵徽：《试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增刊，第102页。 
③ [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 1914—1918 年战争目标政策》，李世

隆、何江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5、16 页。 
④ A. J. Ryoler,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From Bismarck to Brand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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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战后美苏和平共处的经验 

 

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和平价值。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用“漫长的和平”形容冷战，甚至颇带感伤地写道，

“谁能说一个世纪后的历史学家会如何回头来看我们？如若他们根本不把

我们的时代视为冷战，而把它视作与梅特涅和俾斯麦时代一样难得且美好的

记忆中的长和平……”。① 时殷弘教授指出：“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

抗相比，冷战真正的特征在于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② 因此，

在总结冷战教训——久拖不决的有限战争，不计其数的种族冲突的同时，必

须看到美苏在长达近半个世纪里不仅未发生热战，甚至连小规模擦枪走火都

没有发生。 

这首先得益于美苏都未抱有以与对方直接发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的打算。两国对此的心照不宣被法国学者阿隆认为是“隐蔽的美苏非战公

约”。③ 核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威胁成为美苏避免采取与对方发动直接战争的

主要原因。“大国间对称的或非对称的核威慑机制已经成型，它确立和维持

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

接军事冲突”。④ 约翰逊总统在回忆录中指出：“我并不奢望在我任职期间

美苏关系有奇迹出现，但我强烈感到两国在很多事情上拥有共同利益——特

别是在必须避免给双方及全人类带来灾难性冲突的核战争上。”⑤ 

双方心照不宣的是，即使打一场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也可能升级为

核战争。赫鲁晓夫多次谈到，两国谁都别想把小小战争局部化，它一旦爆发

① [美]约翰·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289、300-302 页。 
② 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载《南开学报》2005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③ Raymond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 in Bela K. Kiraly, et al.,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 New York: W. W. Norton, Co., 
1984, p. 134. 

④ 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第 8 页。 
⑤ Lyndon Johnson, The Vantage Point: Perspectives of the Presidency 1963-196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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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会很快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①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最后决定放弃

空袭，主要原因在于“（空袭）可能会遭到苏联全面报复，从而导致一场核

灾难，而这恰恰是肯尼迪想极力避免的”②。核威慑带来的美苏和平使美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感叹道，“除了和平，别无出路”③。加迪斯对此指出，“使

人惊奇的是军事技术史上最重要革新竟成为和平而非战争的原因。”④ 避免

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有出于垄断霸权的考虑，“如果美苏直接交战，胜者也

会元气大伤，其他国家则很可能趁势而起”⑤。 

为防止爆发直接战争，美苏都将避免军事上迎头相撞置于两国关系的最

优先位置。双方对任何可能导致两国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事件的处理，如苏

军战斗机击落韩国客机、苏军士兵枪杀美军少校等，都极为小心谨慎。冷战

象征的柏林墙被苏联建起后，美国十分克制，不予挑战。两国在欧洲主要通

过舆论战、间谍战等博弈，避免两军对峙。美苏在亚洲也恪守不迎头相撞的

底线。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先后派兵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

苏联虽给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大量支援，但始终回避直接参战。20 世纪 70 年

代末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至 1985 年在阿苏军高达 15 万，美国对此也只向

阿富汗提供武器装备以支持所谓“自由战士”抗衡苏联，而非直接派遣部队。 

为避免迎头相撞，美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给对方留有余地。尼克松特

别强调“双方都不能让对方难堪”的外交智慧。⑥ 肯尼迪指出：“最重要的

是，当我们保卫自身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

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间作出选择。”⑦ 

① 刘志男：《1969 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载《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年第 3 期，第 45 页。 
② 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苏关系》，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0

期，第118页。 
③ [美]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0 页。 
④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85-86. 
⑤ 邓曦泽：《论大国交战函数——基于“历史材料+科学方法”的研究范式》，载《社

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第 17 页。 
⑥ Margaret Macmillan,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p. 245. 
⑦ 赵学功：《古巴导弹危机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苏关系》，载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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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把握对方意图，避免因误判导致战争意外发生，美苏建立了大量

沟通协调机制。“美苏为了防止冷战发展成为热战，建立了明确或默契的稳

定双边关系，防止迎头相撞的协调机制”。① 以军控领域为例，1972 年 5

月美苏两国进行首次军控谈判，签订《反弹道导弹条约》和《限制战略进攻

性武器临时协议》；1973 年 6 月，两国签订了《美苏防止核战争协定》；

1979 年又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1987 年双方签订《中

导条约》；1991 年 7 月，又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解决

第三方热点问题上，美苏建立了由首脑、外长、副外长、专家四个级别组成

的多层次协调机制，经常磋商。“各种各样的机制即使并非美苏战略稳定的

根本原因，至少在整个冷战期间起到了缓冲与调和双方战略紧张关系、防止

世界战争的客观效果”。② 

美苏特别重视有效信息沟通对危机管控的重要意义。古巴导弹危机促使

美苏一致认为“有效的信息传递对超级大国单独或在它们之间以双边方式有

效地处理危机都是一个先决条件”。③ 在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的 13 天中，

美苏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联系渠道，两国最高领导人几乎每天都联系，

协商出路。此次危机落幕后，美苏决定建立“热线”，于是在华盛顿和莫斯

科间设置了一条全天候有线电报线路和一条全天候无线电通讯线路。仅在第

三次中东战争的 10 天期间，美苏使用“热线”通话多达 20 余次。④ 

美苏都控制国内民族主义的蔓延，使其难以左右两国关系发展。作为教

训，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为“调动”改革积极性，开始放任民族主义蔓

延，甚至刻意渲染和利用民族主义，这也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美苏争霸的本质与一战前的英德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仍然是想得到

同样的基本东西，但是他们在改变得到这些东西的方法”⑤。相对于一战前

① 王昆：《机制建设与美苏消极战略稳定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8
期，第 21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③ [英]约翰·W. 梅森：《冷战》，余家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 页。 
④ 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⑤ 贾文华、高中毅：《苏联对外关系》，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转引自许

加梅：《评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东欧国家三角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
年第10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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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德关系，二战后的美苏关系进一步优化，避免了一战前英德和平共处走

到尽头的教训。美苏双方都排除了通过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解决争端的打

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给对方留有余地。为准确理解对方外交战略、避免

误判导致擦枪走火，建立了大量沟通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两

国也都有效控制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反映了国际关系的进步。同时，

和一战前的英德实现和平共处的根本经验一样，美苏始终避免迎头相撞，维

护共同利益，包括与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织的关系（表 1）。 

 

表 1  历史经验视角下两个世界大国和平共处的实现条件 

 

 和平共处实现条件 

一战前的 

英德关系 

经验 
避免迎头相撞、塑造共同利益、与包括对方盟友在内的

国家发展错综交织关系 

教训 

将直接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共同利益消失、未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从而走向迎头相撞、不能准确理解对方

外交战略、没有控制国内民族主义 

二战后的 

美苏关系 
经验 

消除通过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解决争端的打算、共同利

益、避免迎头相撞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准确把握对方

意图、包括与对方盟友在内的国家发展错综交织关系、

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四、历史经验与中美长期和平共处 

 

关于经验研究的重要性，摩根索曾指出，任何理论是否可靠除接受逻辑

检验外，还“必须接受经验的检验，即实际存在的事实是否与理论对他们的

解释相符”①。尽管因国家特性和国际环境差异等因素，大国和平共处之路

①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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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复制，中国也不应照抄照搬上述经验，但上述两个历史案例中所反复透

露出的大国和平共处的一些“共性”经验，的确值得中国在结合时代背景的

前提下加以借鉴。 

今天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一战前的英德和二战后的美苏已大为

不同。德国崛起时试图打破英国建立的体系，美苏冷战也从意识形态与地缘

政治上将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今天中美两国利益不仅高

度相互依赖，而且同处于一个国际体系中。这反映出国际关系的演进与优化，

中美客观上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再加上两国核威慑，避免采

取与对方发生直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争端已成为中美两国政治家的共识。 

有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中美将走向和平共处。比如布热津斯基认为中美将

走向和平共处的首要依据是“核武器使得霸权战争代价是毁灭性的，胜利的

好处微不足道”①。尽管如此，中美长期和平共处并不会自动实现。这不仅

是因为没有任何理论与历史经验能证实核大国定能避免战争，而且从当代实

践中看，最大的核国家美国不断增强军力，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正是中俄这些

核国家；美国深度介入中国的主权利益纠纷，如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

南海问题上，以及第三方因素如朝鲜半岛问题等，处理不当也可能影响两国

和平共处；况且，尽管中美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鉴于巨大的毁灭后果，

两国也应尽一切努力消除冲突爆发的可能根源。 

为此，两国已作出许多努力。双方已建立 90 多个对话沟通机制。中国

不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并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中国政府不仅明确拒绝担

当世界领导（如对 G2 的高调否认），而且多次正式表态欢迎美国在亚太地

区扮演建设性角色；② 中国也避免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积极与其开展军事

交流。从 2013 年 8 月在亚丁湾举行中美反海盗演习，到中美海军海上联合

社 2012 版，第 5 页。 
① 布热津斯基还指出另外三点依据是：“全球经济日益增加的互相依赖，使一个国家难

以单独获得经济成功；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不易被蒙骗”与“中美均不受对立意识形态

驱使”。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Giants, but Not Hegemony,”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3。 

②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11年1月20，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1/20/ 
c_1210014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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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救，再到 2014 年中国首次参加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两

国军事沟通与互信正在快速推进。 

从力量结构对比视角看，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

性是美国的综合实力在各关键指标上仍大幅超过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不构成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主动遏制或进攻中国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更缺

乏明确动机挑战美国霸权。① 这种实力结构类似于俾斯麦时期的英德关系以

及古巴导弹危机后的美苏关系。结合历史经验，实现与美国和平共处的当务

之急是避免误判。信息化时代以及中美两国业已建立起广泛的多层次沟通机

制，能有效减少双边关系误判，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应对第三方因素介入。 

中美与各自“朋友”的关系均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特点，第三方有时为了

实现一己之利可能故意制造中美紧张关系，这些都使得中美准确判断彼此意

图的难度大为增加。比如，美国战略界甚至认为“中国不仅不是解决朝鲜半

岛问题（核武和导弹问题）的积极力量，而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②，这与

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中国战略界认为美国是近几年中国周边热点问题频发的

真正幕后黑手的观点也很多，即所谓的“美国阴谋论”。更何况，对中国而

言，朝鲜与美国的紧张“游戏”始终蕴藏着战争风险，一旦战争爆发，中国

难以置身事外。对美国而言，在中美间安全磋商没有同步推进的情况下，美

国与中国周边国家尤其是和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的某些国家强化安全关系，

只会鼓励和怂恿它们对华提出无理要求，推高中国与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因此被牵涉进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因此，两国应严格约束各自“朋

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 

由于第三方主要集中于中国周边，中国应积极主动化解矛盾。主动参与

和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推动建立各种“中美+X”三边机制，可有效使

中美及第三方信息实现同步沟通，减少误判的可能性。同时，前者可使第三

① 参见李光耀口述，[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美]罗伯特·D. 布莱克威尔、[美]阿
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蒋宗强译，中信出版社 2013 年版，特别是第三章

《对抗的代价：美中关系的未来》，第 43-58 页。 
② Ralph Cossa, “North Korea: Now What?” PacNet, No. 18, March 19, 2012; 转引自王俊

生：《冷战后中国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解读与分歧》，载《东北亚论坛》2013 年第 6 期，

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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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利益与中美同时实现融合，弱化“选边站”的动机，后者可使中国与美国

以及中美在该地区的“朋友”实现对接，这也符合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亚洲

安全观中的“共同安全”理念。① 

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综合实力经过迅速发展接近或超过美国。源于权力

结构的考虑，美国自然会把中国视为现实对手，这类似于后俾斯麦时期的英

德实力结构以及二战结束后初期的美苏实力结构。届时中美和平共处难度会

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从上述历史经验与教训来看，中美为实现和平共

处除了应努力避免战略误判外，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正如一战前英

德虽拥有巨大共同利益，但两国和平共处还是走到尽头一样，共同利益不仅

可能会随着两国实力结构的变化逐渐消失，而且即使存在也不会自动实现和

平共处。按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利益是

任何国家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外交的目的”②，如何实现和处理共同

利益直接攸关中美和平共处前景。中美共同利益众多，从经济、生态环境到

传统安全领域均有涉及。中国作为崛起国应主动塑造两国共同利益，并使其

转化为两国和平共处的正资产。对此，中国一方面应通过政策鼓励等措施为

两国共同利益“添砖加瓦”，扩大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事关美国其他地区

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应灵活处理，必要时积极主动配合。 

第二，在避免迎头相撞和尊重核心利益上，中国基于非扩张意图的崛起

几乎不存在主动将美国逼至墙角的可能性，而美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相关问

题上将中国逼至墙角。这不仅因为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其核心利益主要在周

边，而且因为中国对美国在周边围堵中国的特殊地缘意义，中美战略较量将

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这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已开始凸显。正如斯

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前所长拜莱斯（Alyson J. K. Bailes）女士所指出的

① 2014 年 5 月 20 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应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

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

亚洲安全之路”。参见《习近平亚洲安全观写入亚信峰会“上海宣言”》，中国新闻网，2014
年 5 月 21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7458.shtml。 

② 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转引自王俊生：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进展与出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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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当美国看到一个地区中有一个大国存在，它的本能反应是将这一大

国看作是自己的对手，因此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同中国周边的小国加强合作，

来禁锢和压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①。随着中美权力转移的发展，两国在

该地区的较量将更为激烈。中国虽然极力克制对待美国幕后支持该地区某些

国家向其“挑事要价”，但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与邻国存在的有关领土争

端上，美国已表现出试图走到前台与中国直接冲撞，中国应施加绝不妥协的

战略压力迫使其认可中国的地区权益。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美国将中国

进一步逼到墙角，降低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应广泛发展与美国盟友的安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与欧洲国

家关系上，更集中体现在发展与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五个盟国关系上——日

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泰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关系越紧密，

越有望增强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并减少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这一方面由于美

国与其盟国间的安全关系呈现出相互依赖的特点，“如果没有众多盟国和安

全伙伴的支持，美国即使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也缺乏实际有效的和可持续的遏

制能力”②。另一方面，过去很多年中国主要依靠经济手段与美国的盟国发

展关系，这存在很多不足。“即使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能力上升，并且成

为美国亚太地区五个盟国中除菲律宾外四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但与这些

国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关系难以得到相应提升，双方之间的战略互信也难以

由于经济合作的发展而显著加深”。③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美国利用中国与

上述国家（特别是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领土纠纷提供了机会，导致战略互

信的缺失，从而为其针对遏制中国的军事布局提供了依据。 

在双边层面上，中泰于 2002 年建立两军高层对话机制，中澳军事高层

互访频繁并于 2004 年举行联合搜救演习，2014 年中韩两国军方开始建立热

① 《美国和欧洲看中国崛起眼光不同》，载《参考消息》2007年5月22日，第16版，转引

自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问题再探：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战略布局为视角》，第54页。 
② 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3

期，第 4-26 页，转引自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13 年第 11 期，第 15 页。 
③ 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

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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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话，中韩安全合作也在推进。未来中泰与中澳安全关系应逐步向联合军

演延伸，要加强中韩重大安全问题磋商机制，并逐步探索开展联合军演的可

能安排。在中日与中菲安全关系上，也应从加强安全磋商与开展非传统安全

领域的合作开始。在多边层面上，特别是中国在周边创设相关机制吸收美国

盟友加入时，鉴于其与中国之间存在较高的经济依赖性（特别是中国拥有显

著的经济优势），而政治安全利益将是中国外交更为强调的目标，中国与周

边国家的交往应适当使经济收益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 

第四，要有效引导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避免因国内压力不得不铤而走

险。王逸舟教授曾指出，“如何让强大起来的中国保持持续的、旺盛的民族

精神，同时保持谦虚谨慎、开放学习的态度，不是一件容易平衡的事情”①。

中国上升的态势使其在外交上更加自信，也导致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有所增

强。中国的这一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任何一个崛起大国的自然反应过程，当然

有理由在国际事务中要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日益上

升的民族主义给理性外交带来压力，甚至挤压必要的妥协空间。近年来国内

各种“中国可以说不”的研究成果已提出了警惕。② 

应该说，中国崛起的目标虽十分明确，且对实现目标充满信心，但实现

目标之路不仅并不平坦，而且困难重重。要对实现崛起过程中所面临的可能

困境作充分估计，政府层面绝不可犯简单主义的盲目乐观错误。同时在学界

要引导舆论，避免国民形成夜郎自大的心态。要扎扎实实在遵循大国崛起的

普遍规律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实崛起之路。 

正如基辛格曾指出的，构建一个符合中美双方利益的“太平洋共同体”

取决于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③ 中美和平共处的

根本出路在于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对中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需要认

可中国的地区大国地位，并尊重中国在该地区的核心利益；对美国而言，这

①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0 页。 
② 参见宋强、张藏藏、乔边：《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

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6 年版；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16-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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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中国需要尊重并继续接受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结 束 语 

 

本文首先从战略分析与实力对比角度指出了研究中美和平共处的紧迫

性，并对所选择的案例进行了说明。然后着眼于历史经验，详细考察了一战

前英德和二战后美苏分别能实现长达近半个世纪和平共处的基本经验以及

相关教训。由此可见，利益融合、体系牵制、战略威慑等国际环境因素有利

于中美和平共处。两国为了和平共处也都主动作出了诸多努力，这表现在机

制建设、中国恪守不主动挑战美国的原则、避免军备竞赛等方面。 

本文依据历史案例的经验考察，认为要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中国应

主动塑造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其成为和平共处的正资产。同时，中国应在事

关核心利益的周边问题上绝不妥协，通过战略压力迫使美国尊重中国的地区

权益。另外，中国应主动参与和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推动建立各种“中

美+X”三边机制，以便使中美及第三方实现信息同步沟通，避免误判。最

后，要促使美国严格约束其亚太盟友，避免被第三方拖进战争。中国应广泛

发展与对方盟友的安全关系，不仅提升双边层面的交流，而且在周边创设相

关机制吸收其加入时，经济收益需适当让位于政治安全收益。中美双方还应

有效引导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避免因国内压力不得不铤而走险，导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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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ty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Carroll CSR model.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valu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SR performance should not be conducted 

only at the corporate level, but be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As businesses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ese enterprises 

should undertake limite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macro level, Chinese 

enterprises enter the market of Tanzania in forms of assistance, investment, and 

trade, and enhance the inner driving force of the recipient’s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has provide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ith hardware support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At 

the micro level,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created a lot of local job opportunities 

and helped reduce poverty. 

KEY WORDS: Africa, Chinese Companies, Corporate Ethi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ow to Sustain a Sino-American Peaceful Coexistence?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s from the Stories of British-Germany and USSR-U.S. 

Relations 

WANG Junsheng 

ABSTRACT: It is very urgent to analyze how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sustain a peaceful coexistence. Historical lessons could be learned from two case 

studies, namely, the British-German peace before World War I and the 

post-World War II Soviet-American peace. In each case, major power peace 

lasted around half a centu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common interests, which could be translated into a valuable strategic asse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re the essential part of a Sino-U.S. peaceful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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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ne hand, China should not make any concession on issues related to it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hould pressure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pect China’s 

regional 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should avoid inadvertent behavior 

that might drag the two great powers into military conflict. Besides, China should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initia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nd establish various trilateral arrangements involving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third parti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through 

full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China must also pressure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strain its allies to avoid being involved in a war initiated by the third party, 

establish new security relationships will U.S. allies bilaterally, and embed these 

extensive relationships into China’s neighborhood security arrangements by 

prioritizing political-security concerns over economic interests. In addition, 

Chinese nationalism needs to be guided at the governmental and academic level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Coexistence Peacefully; Historic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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